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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健康中国和产科麻醉医疗的发展，产科手术、胎儿外科、妊娠非产科手术麻醉和分

娩镇痛对麻醉医疗的需求越来越高，保障母婴安全给产科麻醉医护人员提出了挑战。 电子胎心监护

具有快速、动态反映胎儿在子宫内的生理状况，临床上通过监测胎心率基线、 胎心变异、加速、减速

以及宫缩参数等，判读胎心监护图形，结合孕产妇的生命体征监测，合理地选择分娩镇痛或产科麻醉

方式与临床用药，有助于指导决策胎儿紧急情况的救治措施，保障手术、麻醉和相关治疗期间的母婴

安全，提高产科麻醉工作者基本的胎心监测能力，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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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电子胎心监护（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ｆｅ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ＦＭ）的应用已成为保障围产期胎

儿宫内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１］。 胎心率（ ｆｅ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ＦＨＲ）变化是胎儿宫内窘迫首发表现。 ＥＦＭ 能

观察 ＦＨＲ 的动态变化，评估、分析并预测妊娠期尤

其是妊娠中晚期和产程中胎儿宫内情况，但目前产

科麻醉医护人员对 ＥＦＭ 的判读还缺乏规范化，不利

于异常胎心识别和多学科合作中的快速反应。 产

科麻醉医护人员有必要了解围产期胎心监护，科学

应用和准确判读 ＥＦＭ，及时识别并采取相应措施。

ＥＦＭ 方法和常规应用

临床最常使用的胎心监护方法为间歇性胎心

听诊和 ＥＦＭ。 胎心听诊的工具主要有听诊器、听
筒、电子胎心监护仪、超声多普勒、胎儿头皮心电监

测仪等。 ＥＦＭ 常用孕产妇体表的宫外监测，特殊情

况也有经宫内监测。
上世纪 ５０ 年代，产前和产时胎心监护的主要方

法为间歇性胎心听诊。 对于低风险自然临产的孕

妇，首选间歇性听诊。 听诊评估频率：在第一产程

和第二产程被动期，每 １５ ～ ３０ 分钟进行 １ 次；在第

二产程主动期，每 ５ 分钟或宫缩后即刻进行［２］。 由

于间歇性听诊不能获得胎心变化的实时信息，且常

依赖于监测人员的主观经验，临床应用存在一定局

限性。
ＥＦＭ 能同步监测 ＦＨＲ 和宫缩情况，是产前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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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健康状况评估最为常用的方法。 当孕妇或胎儿

有合并症或产时存在高危因素时，推荐产时持续电

子胎心监护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ｆｅ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ＦＭ） ［３］，有利于获取和评估胎心和宫缩变化的动

态信息。 第一产程的评估频率与间歇性听诊的评

估频率相同。 根据产程不同阶段和产程中特殊情

况，调整 ＣＥＦＭ 的评估频率。
多项循证医学研究结果表明，使用 ＣＥＦＭ 后，１

ｍｉｎ 时的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低于 ４ 分的发生率和新

生儿癫痫的发生率降低［４⁃６］。 然而，与间歇性听诊

比较，产时 ＣＥＦＭ 不能降低围产儿病死率，且升高了

剖宫产率和器械助产率［５⁃８］。 尽管如此，ＣＥＦＭ 以其

灵敏度高、可持续监测、客观便捷的特点，成为临床

上产前、产时胎心监护的首选［９⁃１０］。

ＥＦＭ 图形解读

ＥＦＭ 图形定义　 ＥＦＭ 图形由 ＦＨＲ 曲线和宫缩

压力波形构成。 由于 ＦＨＲ 受宫缩影响密切，评估时

两条曲线要对照进行，根据 ＦＨＲ 基线、 胎心变异、
加速、减速以及宫缩等参数，动态判读结果［１１］。

（１） ＦＨＲ 基线。 正常值：１１０ ～ １６０ 次 ／分。 若

ＦＨＲ 基线＞１６０ 次 ／分，提示胎儿心动过速；而＜１１０
次 ／分，提示胎儿心动过缓。

　 　 注：Ａ，ＦＨＲ 曲线开始下降时点；Ｂ，ＦＨＲ 曲线波谷；Ｃ，宫缩开始；Ｄ，宫缩压力波峰；Ａ－Ｂ ＦＨＲ 曲线下降时间≥３０ ｓ；减速与宫缩起始一致

图 １　 ＥＦＭ 早期减速图

（２）基线变异。 根据变异的幅度分为四个等

级：无变异；轻度变异；中等变异（即正常变异）；显
著变异。 基线变异用于预测宫内缺氧优于胎心

减速。
（３）ＦＨＲ 加速。 一般来说，ＦＨＲ 加速反映了胎

儿中枢神经系统未受到缺氧的影响，但仍需警惕缺

氧可能［１２］。
（４）ＦＨＲ 减速。 早期减速多发生在第一产程后

期，大多是宫缩导致胎儿头部受压引起（图 １）。 晚

期减速是宫缩时胎儿对暂时性低氧血症的一种反

射性反应。 常见于母体子宫收缩、低氧血症、低血

压时（图 ２）。 变异减速： ＦＨＲ 减速与宫缩无特定关

系，反映宫缩时脐带受压（图 ３）。 延长减速若短时

间不能恢复，会带来新生儿不良结局［１３］。
（５）子宫收缩。 除频率外，还应重视宫缩间期、

强度和持续时间［１４］。
ＦＨＲ 三级分类及临床处理原则　 根据 ＦＨＲ 基

线、加速、减速、变异的变化，目前将 ＥＦＭ 图形分为

三类［１４⁃１５］，用以评判胎儿有无宫内缺氧，指导采取

相应措施和评判处理的有效性。
（１）分类。 Ⅰ类 ＦＨＲ 曲线属于正常曲线，无需

干预。 临床上若出现反复性晚期减速、反复性变异

减速、心动过缓以及正弦波形中任意一项，即列为

Ⅲ类图形，提示胎儿宫内缺氧；在进行宫内复苏的

同时，应立即终止妊娠，并做好新生儿抢救准备。
介于上述图形之间的为Ⅱ类，临床上多数 ＦＨＲ 曲线

图形属于此类，应反复评估和监测母胎临床状态，
对因处理，启动宫内复苏，直至转为正常图形［１６］。
若情况加重，尽快终止妊娠。

（２）影响因素。 在产程中三类 ＦＨＲ 曲线图形

都可能受多种原因发生变化，应除外母胎因素，如
胎儿醒睡周期、孕妇特殊用药史、孕周、胎儿先天异

常以及麻醉镇痛药物等因素影响［２］。
（３）宫内复苏措施。 ①产妇左侧卧位、吸氧、静

脉输液；②评估宫缩情况，停止使用宫缩药物；③实

施阴道检查，排除脐带脱垂；④调整第二产程中母

体用力方式或者停止主动用力，给予安慰和鼓励。

ＥＦＭ 在分娩镇痛中的应用

只要无禁忌证，出现规律宫缩时，孕产妇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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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ＦＨＲ 曲线开始下降时点；Ｂ，ＦＨＲ 曲线波谷；Ｃ，宫缩开始；Ｄ，宫缩压力高峰；Ａ－Ｂ ＦＨＲ 曲线下降时间≥３０ｓ；减速延迟于宫缩；ＦＨＲ
曲线下降和恢复都较缓慢

图 ２　 ＥＦＭ 晚期减速图

　 　 注：Ａ，ＦＨＲ 曲线下降起点；Ｂ，ＦＨＲ 曲线波谷；Ｃ，宫缩开始；Ｄ，宫缩压力波峰；Ｅ，ＦＨＲ 恢复正常时点；Ａ－Ｂ ＦＨＲ 曲线下降时间＜３０ ｓ、下
降幅度＞１５ 次 ／ 分；Ａ－Ｅ 为减速开始到恢复的时间≥１５ ｓ、 ＜２ ｍｉｎ；ＦＨＲ 减速和宫缩无固定关系

图 ３　 ＥＦＭ 变异减速图

求就是分娩镇痛独立的医学指征［１７］。 分娩镇痛使

用的镇痛和麻醉药物可能造成胎儿风险，如药物对

孕产妇的作用，镇痛阻滞平面过广，血流动力学改

变，宫缩紊乱，药物透过胎盘，抑制胎儿生命功能

等。 因此，在进行分娩镇痛技术操作和用药前后，
在对孕产妇监测的同时，关注胎心监测，及时发现

ＦＨＲ 异常变化，为临床判断胎儿状况和调整镇痛用

药，以及是否立即终止妊娠提供参考。
椎管内和静脉内注射阿片类药物，均会增加胎

心过缓或减速的发生率（ＲＲ ＝ ２ ３８，９５％ＣＩ １ ５７ ～
３ ６２） ［１８⁃１９］。 一项对 ２ ２９２ １１６ 例孕产妇的研究［２０］

表明，合并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孕产妇晚期使用 β 受

体阻滞药（拉贝洛尔、美托洛尔和阿替洛尔），分娩

期间胎心过缓发生率增加（ＯＲ＝ １ ２９，９５％ＣＩ １ ０７～
１ ５５）。 采用持续硬膜外和腰－硬联合方法进行分

娩镇痛，均会增加 ＦＨＲ 减速和胎心过缓的发生率，
但不增加剖宫产率和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低评分率，而腰－

硬联合镇痛造成 ＦＨＲ 异常的发生率更高［２１⁃２４］，其机

制可能是因交感神经被阻滞后，血管扩张，回心血

量减少，血压下降，子宫血流量降低所致。 鞘内分

娩镇痛，孕产妇肾上腺素和内啡肽显著下降，内源

性催产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相对增加，使子宫张力增

加，子宫血流量降低所致［２５⁃２６］。
硬膜外分娩镇痛与孕产妇产时发热（核心温度

大于 ３８ ℃）存在相关性，特别是第一产程持续 ６ ｈ
以上时［２７⁃２８］，但无法证实两者间的直接或因果关

系。 初产妇、胎膜早破、产程延长、产道检查以及妊

娠期和产时特有的生理变化等均是引起发热的危

险因素［２９⁃３０］，其具体机制目前尚无定论，可能和妊

娠期炎症激活、体温调定动态平衡打破、无菌性炎

症有关。 发热时应警惕胎儿心动过速［３１］。 产程中

８％～３０％孕妇会出现一过性体位性低血压，分娩镇

痛孕妇低血压的发生率为 １０％ ～ １２％，因此需要重

视孕妇的体位管理，避免其低血压对胎儿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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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１７］。
实施分娩镇痛时，无合并症的孕产妇可采用间

断胎心听诊，有合并症的高危孕产妇则应选择

ＣＥＦＭ［２］，并警惕Ⅱ类或Ⅲ类胎心图形。 若出现胎

心过缓或减速时，应密切监测和评估孕产妇和胎儿

状态，并行宫内复苏，一旦持续不能改善，或出现Ⅲ
类胎心图形，应立刻进行阴道助产或者紧急剖宫

产，终止妊娠。

ＥＦＭ 在剖宫产中的应用

与分娩镇痛比较，孕产妇在行剖宫产麻醉时，
胎儿受到体温、孕产妇用药情况和血流动力学（如
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等影响，使胎心变化更为显

著［３２］。 在麻醉实施前、诱导用药过程以及切口部位

消毒前，除了对孕产妇监测外，还需 ＦＨＲ 监测，及时

反映胎儿宫内状况，指导临床做好胎儿急救准备，
若胎心监护出现 ＦＨＲ 过缓、减速甚至Ⅲ类胎心图

形，须加速娩出胎儿，备好急救措施。
临床上产科麻醉用药对 ＦＨＲ 影响有所不同。

右美托咪定用于离体妊娠大鼠可通过增强花生四

烯酸提高肌丝 Ｃａ２＋敏感性促进宫缩；而七氟醚抑制

宫缩原因与减弱催产素诱导的肌球蛋白磷酸酶靶

亚单位 １ 磷酸化有关［３３］，宫缩的改变引起胎心变

化。 氯胺酮能增加子宫张力，在孕早期和中期较大

剂量（２ ｍｇ ／ ｋｇ）可增加胎儿风险。 全身麻醉时，ＦＨＲ
变异可能消失，其中 ＦＨＲ 过缓更具有指导意义。 胎

羊模型在母体行全身麻醉时，急性低氧血症与 ＦＨＲ
减速明显增加有关，变异和加速并不明显［１３］。 无论

实施何种麻醉方式，都应选择合适的药物，尽可能

减少母胎的麻醉风险。
在剖宫产麻醉时，应做好孕产妇生命体征监

测，调整好体位，防止仰卧位低血压的发生，根据病

理性妊娠和母胎危险因素，选择适宜的胎儿监测。

其　 　 他

近 ３０ 年来，越来越多的胎儿宫内手术逐步开

展，如胎儿镜激光凝固术治疗双胎输血综合征、选
择性减胎术、子宫外产时治疗等［３４］。 另外，孕期非

产科手术的开展，由于对孕妇的麻醉可能影响胎

儿，子宫切开和对胎儿的手术操作，都有可能影响

母胎循环，出现 ＦＨＲ 变异减弱、ＦＨＲ 过缓。 然而，
实施较大型非产科手术时，对孕产妇血流动力学影

响较大，更易出现 ＦＨＲ 过缓和Ⅲ类胎心图形，甚至

产程的发动［３５］。 如果术中出现无法解释的 ＦＨＲ 变

化时，还须评估孕妇体位、血压、氧合、体温、酸碱平

衡以及手术探查、牵拉与挤压的部位，确保没有造

成子宫血流灌注减少，维持正常的母胎循环。
对于这类手术或治疗，必须进行胎心监测，了

解胎儿宫内状况有助于临床决策。 要求有经验的

医师进行胎儿监测和评估。 一旦出现胎儿持续窘

迫时，必须呼叫上级医师，必要时进行多科协作

处理。

小　 　 结

电子胎心监护的发展对产科评估胎儿宫内生

理状态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分娩镇痛、产科和胎儿

外科麻醉的开展，麻醉科医护人员熟悉和正确判读

胎心率监护图形，对保障母胎安全、提升麻醉医疗

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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